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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已经成为社会公众了解社会事务最快捷的渠道。在阳光司法的时代背

景下，网络公开司法裁判文书可以使法律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现司法透明。我们在看到网络平

台公开裁判文书进步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理性地看到，网络公开裁判文书时再次被处理时，如果处理不

当，很有可能侵犯案件当事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弱化保护已公开个人信息既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传统，也

是平衡信息保护负担的务实选择，但若不释明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合理范围，必将削弱个人信息保护

的制度意义和私法意涵，减损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有效保障。只有加强网络公开司法裁判文书的在处理

保护，平衡已公开的个人信息有序流动利用与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传播控制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发

挥裁判文书档案的应有价值，又适度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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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era of highly develope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the most expe-
dient channel for the public to comprehend social affair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transparent 
judicial system, the online publication of judicial judgments allows the law to be placed under the 
scrutiny of the public, achieving judicial transparency.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progressive role 
of online platforms in making judicial judgments accessible, it is crucial to rationally recognize 
that improper handling during the online publication of judicial documents may potentially in-
fringe upon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ases. Weakening the 
protection of already disclosed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both a traditional practice in our country’s 
judicial system and a pragmatic choice to balance the burden of information protection. However, 
without clearly defining the reasonable scope of processing already disclosed personal informa-
tion, it will inevitably undermine the i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and legal implication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diminishing the effective safeguarding of individuals’ autonomy over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Only by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in the processing of online 
public judicial judgments, and balancing the orderly flow and utilization of already disclosed per-
sonal information with individuals’ control ove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can we fully realize the inherent value of judicial records while appropriately safeguard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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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 条第 6 款将公开的个人信息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在 27
条明确了公开的个人信息再处理的限度，即“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自行公开或

者其他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明确拒绝的除外。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个人同意”。相应的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于公开个

人信息的再处理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目前对该问题尚未达成共识，相同的再次处理行为，甚至出现

了不同的裁判结果。两个案件均为第三方平台转载国家裁判文书网已经公开的裁判文书，即裁判文书中

个人信息的再处理行为。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尹某与苏州贝尔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一案中

裁定贝尔塔公司在收到尹某个人的阐删除请求后未进行删除的行为，构成对尹某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1；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在梁某与北京汇法正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纠纷一案中裁判北京汇法正信科

技公司转载裁判文书的行为不因梁某的删除请求而承担删除义务，梁某对公开的裁判文书负有容忍义

务 2。总结来看，实践中关于已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纠纷出现多发态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对已公开

个人信息的再次传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观测到，由于其影响的广泛性对个人权益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

Open Access

 

 

1(2019)苏 05 民终 4745 号。 
2(2021)京 04 民终 71 号，裁判日期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生效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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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个人提起诉讼寻求救济的积极性比较高[1]。 

2. 公开裁判文书个人信息的性质及再处理风险 

2.1. 公开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性质 

裁判文书中公开的个人信息相比其他信息而言，不具备隐秘性。但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

护法》没有将公开的个人信息排除在个人信息之外，并且就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处理作出了特别的规范[2]。
信息的公开并不影响个人信息的本质，依然能够识别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性，提出

已公开的个人信息虽然不再具有隐私特征，但仍然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功能，无疑属于法律意义上公

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非法利用这样的信息可能侵害私人生活安宁或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等公民个体社会交

往利益[3]。 
在信息社会中，数据信息已经成为个人生活和工作等方方面面数字化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据

时代，自然人的基本信息，例如住址、证件号码、权属证书、行踪轨迹以及健康信息等，都以数据形式

存在，使得自然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各种数据勾勒下的数字画像。一方面，个人信息记录了个人状况的

各个方面，与公民的尊严、隐私、自由、财产甚至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构成了公民人格权的重要内容，

具有显著的私人属性。正如“人格权在性质上属于对世权，对应的义务主体是普遍的”，任何相对方都

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4]。另一方面，个人信息也具有公共属性。通过现代信息处理技术，个人信息中所

蕴含的巨大公共管理价值和商业价值得以挖掘。在社会管理、科学研究、犯罪侦查、国家安全等方面的

需要下，对个人信息的分析研究可以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个人信息在预测疫情

传播程度、部署防控措施、识别传播路径、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在刑事侦查活动

中，调取涉及自然人的行踪轨迹、联系人员、财产状况进行提取和分析，往往对查明案件事实、惩治犯

罪、维护社会治安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些情况下，个人信息被让渡给更高价值的公共利益。因此，应

承认个人信息所具有的公共属性，允许在例外情况下使用个人信息[5]。已公开裁判文书中的个人信息

即便经过去标识化处理依然具有可识别性，仍须受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

保护[6]。 

2.2. 公开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再处理风险 

信息处理者原则上不需要征求信息主体的同意即可对公开裁判文书中的个人信息进行再次处理，但

信息处理者对这些信息的后续利用却可能无意间侵蚀了信息主体的隐私等其他权利。 
有学者认为，公开个人信息的再处理会产生三个方面的风险，分别是信息存储风险、信息聚合风险

和信息传播风险[7]。由于现代存储技术的发展，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很难消失在互联网领域，大数据技

术就会搜集这些散落在网络的各种信息，通过对数据挖掘与聚合来分析信息主体的行为、兴趣和偏好等

相关信息。通过将这些海量碎片化的数据信息聚合在一起，就能够客户处一个个虚拟而又真是的“数据

人格”[8]。这些公开裁判文书中的个人信息能够为不特定的第三人所访问，传播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可以

传播到全世界各地。此时信息主体被侵害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裁判文书公开的个人信息会对当事人个人信息权有受侵害的危险。裁判文书公开给当事人的个人

信息权造成了侵扰。虽然，裁判文书被认为是公共物品，其体现的公共利益大于当事人个人信息权体

现的私人利益，当事人应当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以使公共利益得以实现。问题在于当事人对私权的让

渡以其生活得到安宁、社会评价不至于降低、人身及财产安全无隐患为前提，超越此界限则无让渡之

必要。裁判文书私人公开侵害他人的个人信息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确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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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公开裁判文书司法裁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已公开个人信息相关民事诉讼中，原告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信息主体本人。第二类为掌握已公

开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第二类主要涉及商业数据的保护，信息处理者多以不正当竞争为案由提起诉讼，

这类案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通过总结相关案例，发现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已公开个人信息的裁判

呈现以下特点。 

3.1. 注重损害事实而不是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在信息主体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原告的诉讼请求多为被告赔礼道歉以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对于此

类请求，法院裁判中经常以原告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起信息权益到侵害为理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但事

实上原告恰恰是因为被告在小区微信群中公开原告的住址及双方判决书相关内容的行为造成其本人生活

的困扰和不变而提起诉讼的。法院认为原告已经在小区信息屏公开其地址，而认为被告并未侵害原告信

息权益 3。 
在微视案中，法院通过分析认为：虽然原告主张腾讯公司行为为其带来一定困扰，但其程度显然没

有达到《民法典》要求的“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损

害”存在，故在上诉人王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微视 APP 使用微信已公开的个人信息造成严重后果或导致损

害的情况下，对上诉人王某主张被上诉人腾讯公司行为造成其个人权益损害要求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 4。 
有学者举例：若一位独居女士同时加入了许多社交平台上的聊天群组，即便群组中的人与她并非好

友关系，也能追踪至该账号附带的私人“博客”，查阅其在该“博客”上发布的日常信息。这些信息被

人截图转发至其他平台，有据此推测出该独居女士住所的可能，所幸关注者寥寥。于此，实际损害结果

虽未发生，转发行为却已然不恰当地放大了该女士安宁生活、自由发展的人格利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因

此若因循重隐私而轻信息的规制思路，该个人信息既可被不特定多数人获得，便应属于已公开个人信息，

无需多加保护，转发者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与适用隐私权相关规定的结果并无不同[10]。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7 条明确规定了已公开个人信息要在合理范围内进行处理，而对于个人权益

有重大影响的除外，根据体系解释，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显然已经超出“合理”的范围，此时不管

是否有证据证明实际损害的发生，未经信息主体再次同意而擅自进行处理已经属于不合理处理，原告有

权要求被告进行赔礼道歉。如此，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独有的预防价值难以有效实现。目前法院多因原告

无法证明实际损失，忽略对信息主体个人权益的影响而不支持信息主体的诉讼请求，不利于公开个人信

息的保护。 

3.2. 传统人格权等间接保护模式 

我国目前的公开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规制思路仍未脱离对隐私权保护的路径依赖,重隐私而轻个人

信息保护。通过已公开和个人信息作为关键词进行案例检索，再阅读案例后发现，在《民法典》和《个

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前，对于已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基本通过名誉权、隐私权等传统人格权的方式进行

间接保护。法律依据多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 12 条和第 13 条中与公开个人信息的再处理高度相关，法院多援引该条文进行阐释说理。

《解释》第 12 条专门规定利用信息网络不当公开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行为。在明确此种行为构成侵权的同

时，《解释》明确了 6 种例外情形。其中第 4 项，“自然人自行在网络上公开的信息或者其他已合法公

 

 

3(2021)京 0491 民初 19393 号。 
4(2021)粤 03 民终 95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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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个人信息”的“再公开”，行为人无需承担侵权责任。信息处理者转载、传播依法公开个人信息的

行为，显然属于该项例外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多援引该规定，论证被告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在微信读书案中，法院在分析时，根据王某微信信息中已经公开的地区、性别等信息，以及王某的

微信好友关系，认为他本人对于微信已公开的这些信息不具有隐私期待，其主观上并没有不愿为人所知

的意思，因此认定这些信息都不属于隐私信息。在青岛天一精英人才培训学校、王庆辉隐私权、个人信

息权纠纷中 5，法院依然将个人信息保护限缩至隐私权范围，认为天一公司公开的王庆辉姓名、考试等信

息不属于隐私，也不具备可识别性，认定天一公司不构成隐私侵权 6。 
除了隐私权，公开的个人信息也往往寻求名誉权来救济。在张睿与唐爽一般人格权案件中，原告主

张被告侵害其隐私权和名誉权，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侵害其隐私权成立，而未认定被告侵害原告名誉

权 7。 
在上述案例中，法院多以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是否侵害隐私权为标准判断侵权，将个人信息限缩至

了隐私权范畴进行保护。北京法官对北京地区的 1383 份裁判文书对比分析后认为，北京地区个人信息司

法救济以隐私权为主，该救济模式将“个人信息”限缩至隐私权范畴进行保护，排除了未明显侵害隐私

权但侵害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侵权行为。最后结论为单纯依靠隐私权进行个人信息的司法救济在侵权行为

及侵权责任认定等方面存在实务困境，无法实现对个人信息的充分救济[11]。 
已公开个人信息一般通过隐私权和名誉权等传统人格权的方式进行保护的模式，由于已经公开的个

人信息在没有借助其他信息联合分析的情况下，难以被归为隐私的范畴，而通常的个人信息再处理一般

也不会涉及侮辱与诽谤。通常对于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再利用行为的侵权诉讼，是难以得到法院支持的。

因此传统的间接保护模式在个人信息被泛滥使用的互联网时代难以有效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需要

转变。 

3.3. 缺乏相对统一的裁判思路 

从已公开个人信息再处理的裁判实践来看，法院在认定信息是否属于合理处理时通常考虑信息使用

目的、使用方式等因素来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但实践中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认定思路，对于哪些因

素需要考虑、是否个案中要考虑所有的因素等等都具有差异。关于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司法判决，引起大

家广泛关注的莫过于“伊某与苏州贝尔塔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人格权纠纷案”与“梁某与北京汇法正信科

技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两案均为第三方平台对于已公开裁判文书的再处理，两个法院做出

了完全相反的裁判结果(见 p. 1262 脚注 1 和 2)。两案被告均为数据公司，在裁判文书网上抓取了原告作

为诉讼当事人的裁判文书放在自己经营的平台上，属于已公开个人信息的再处理。伊案中一审法院在认

定被告的行为不构成隐私和名誉侵权的基础上，认为被告的转载行为既未获得原告和中国裁判文书网、

人们法院公告网的同意，同时使得原告的个人信息传播范围被不当扩大，最终认定被告的再次处理行为

侵害了原告的个人信息权，判令其删除。二审法院在经过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维持了一审的判决结

果。而梁案中法院认定被告不构成侵权。 
两个案件的审理法院均指出了司法文书再利用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利益，与个人信息权的个人利

益之间的衡量问题，应当妥当平衡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流通与个人信息主体对信息传播控制之间的

关系，由于实践中不存在真正的“同案”，同案命题所讨论的真是问题是“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在这

两个类似的案件中，我们无法判断哪个法院的判是错误的，因为造成两案裁判结果不同的关键是两个法

院不同的价值取向。北京铁路法院倾向于保护再利用的信息流通利益，支持第三方平台的再次利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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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院更加重视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与自我决定，尊重当事人对已公开信息再次传播的意愿。

两个法院的法官的价值判断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均有其合理性。 
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裁判实践中认定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处理所考虑的因素和价值取向并不

一致，更多依赖于法官个人的价值取向来判断是都合理。再者，不同法官对于相关考量因素的认识不一

致、不相同才导致了上述两个案件完全相反的裁判结果。在认定个人信息合理使用时，一些法院会考虑

信息使用者的使用是否同合法、正当、必要三项原则相符，然而这三项原则比较抽象，法院在适用时往

往欠缺明确的解释与分析，即便有少数的法院借助利益衡量理念判断信息使用者对个人信息的使用是否

与三原则相符，但利益衡量较考验法官个人的能力与水平，且运用不恰当也容易致使法官自由裁量权的

滥用。综上，在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处理的认定方面，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认定思路，而是

主要是依靠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判断方法进行认定。 

4. 建议与对策 

4.1. 适应法律规定，注重审查对个人权益的影响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27 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取得个人同意。在处理个人信息公开案件时，法院应当更加注重对个人权益

的潜在影响，而非仅仅关注案件中涉及的具体损害事实。再处理者未取得信息主体情况下处理已公开个

人信息的，对信息主体个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即使未造成侵害事实，也应当认定未不合理处理。同

时，应当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规定信息公开的标准，以帮助法官更好地判断何种情形下可以允许或限制

个人信息的公开。这可以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或颁布明确的司法解释来实现，为法官提供更为具体和清晰

的依据，使其更加注重案件的核心事实，而非简单地做出对个人权益的过于激进的决策。 

4.2. 促进传统人格权保护模式向个人信息保护转变 

传统的人格权如隐私权名誉权等保护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有法律规定，有效保护公开裁判文书中的

个人信息。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当转变传统思路。 
首先，法院可以在处理信息公开案件时更加注重权衡个人隐私权与社会公开透明度之间的关系。通

过建立一个权衡利弊的判决标准，法院可以在每一起案件中更加客观地评估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以制定更为合理的判决。 
其次，法院在判决中应当充分体现法治精神，确保对个人信息权的处理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的。传统隐私权和名誉权对信息主体的举证要求较高，不利于信息主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需要法官

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国家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框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以便在裁判时更具权威

性和合法性。 
为了进一步个人信息保护模式，法院可以加强对相关法官的培训，提高其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理解

水平。通过定期组织培训课程，法院可以确保法官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更好地应对不同案件中的个人

信息公开问题，确保司法决策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4.3. 法院系统内部要有统一的裁判标准 

首先，建立一个统一的案例审查和裁判标准。通过对过往案例的深入研究和总结，法院可以制定一

套明确的案例审查和裁判标准，以确保在类似情境下能够更为一致地进行裁判。这需要法院设立专门的

研究机构或委员会，负责案例研究和标准制定的工作，以保证标准的权威性和一致性。 
其次，倡导法官在处理信息公开案件时遵循问题导向的原则。法院可以通过组织研讨会、座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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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鼓励法官从问题本身出发，通过集体研讨和交流，形成更为统一的裁判思路。这有助于法官共同

面对个人信息公开问题时更具一致性和科学性。 
另外，加强对法官的培训也是关键一环。通过定期组织有关信息保护法的培训，法院可以确保法官

具备最新的法律知识和理念，使其在处理信息公开案件时更为慎重和明智。 
综合而言，通过上述措施的深化和具体化，法院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在个人信息公开裁判中面临的问

题，促使司法决策更为合理、公正、有序。 

5. 结语 

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是计算机的应用激发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而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

发展则使得个人信息安全可控成为必然的趋势。裁判文书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既属于司法机关审判

管理活动，又是个人信息保护实践情况的刻度表。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可识别途径的多元化和复杂化，提

升了公开文书中个人信息暴露的风险，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难度。各级法院实施公开制度过程中，适

宜更多采取合目的的解释方法界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与方式，进行必要的最小化使用，并 借助数据时

代的技术进步提升保护水平，实现司法监督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双赢，也会为《民法典》中个人信息保护

及其合理使用规则的有序运行积淀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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